
《替李登輝卸妝》第一章  李家鴉片煙專賣小舖 

作者：徐淵濤   九州出版社 

 

李登輝家族富有的由來是靠著日本勢力透過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父親李金龍經營

專賣鴉片煙來繼續毒害台灣人民的靈魂而致富起來的秘辛如下事實經過： 

耀眼的太陽旗下，冷清的台北三芝鄉埔頭街，惟獨一片小雜貨舖內，人聲鼎沸，生

意興隆。  

 

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日支事變”（按：大陸稱“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據

時代稱“日支事變”）爆發。在物資匱乏的戰時，李家小店是一家很引人目光的店

舖，它雖然賣的貨色稱不上齊全，店面也和三芝街上的普通店舖沒有太大的差異，

但是，單是店裏販售的兩樣貨物，就足以讓三芝鄉間的婦孺瞠目結舌，眼睛為之一

亮。這兩樣特別的貨品，其中一樣是豬肉，另外一樣，就是鴉片煙（按：台灣當年

譯作“阿片”）。 

 

“日支戰爭”爆發後，台灣全島所有的民生物資在一夕之間全成了戰略物資；日本

殖民政府為控制物資、開源節流，以支援前線作戰，特別實施了所謂的“經濟統制 ”

制度。在此制度下，所有的民生必需品，都必須經由殖民政府配給供應，人民不得

自由買賣。像鴉片煙這樣的毒品，尤在管制之列，不論買方和賣方，都要有政府發

給的許可證才可以進行交易。而鴉片煙的貨源，也由政府統一供應，捨此管道莫由。  

 

豬肉，不論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裏，哪家的餐桌上少得了它？



鴉片煙，從清政府統治時期，到日本統治時期昭和年間，吸食上癮的人誰又能熬得

過癮頭，忍住鼻涕眼淚和哈欠連天，能一天不碰這種人稱“福壽膏”的萬毒之毒呢？

豬肉也好，鴉片煙膏也罷，縱使是戰爭年代的奢侈品，但卻也是家家渴求的生活必

需品，癮君子不可或缺之物。  

 

哪怕是花再多的銀錢，都需要買這兩樣貨品。而李家小舖，是三芝鄉下惟一經營鴉

片煙膏的專賣店，這片鴉片煙專賣店又兼賣豬肉和南北雜貨，因此，李家小舖便成

了三芝鄉間家家戶戶都得上門奉獻銀兩賴以維生的雜貨店。 

 

這爿李家小舖的店東究係何方神聖呢？我也不再和眾看官賣關子，李家小舖的老

闆，正是當今總統李登輝的祖父李財生。李家原居三芝源興居，後來才遷居到此埔

頭街上（今之中山路）。但是，以李財生一介村野小民，他何德何能，竟能拿到鴉

片煙的販賣許可證，成為三芝地方惟一的鴉片專賣店呢？原來，這全憑李財生的兒

子李金龍的通天“本事”——靠他當刑警（三腳仔走狗）的特權，殖民政府特地發

給李金龍的父親一張鴉片煙專賣許可（按：有關李財生、李金龍父子經營鴉片煙專

賣的秘辛，是我採訪日本統治時期住在三芝的一個李登輝的老鄰居，經他親口告訴

我的，我有確鑿的人證）。  

 

三芝老人透露，日據時代開鴉片煙館的，按殖民政府的規定，都得按時向政府呈報

鴉片煙吸食者的名單和販賣數量的清單。殖民地政府基本上是按照這兩份單子，按

月配給鴉片煙給李財生的小舖，利潤則是依照當時的公定規矩，由販賣者賺取百分

之十的利潤。李家小舖雖然是間小舖子，三芝地方人口也有限，可是在只此一家別

無分號的壟斷下，做的完全是宗穩賺不賠的買賣。 

 



於是靠著李金龍當日本武警的威勢和日本殖民政府“施捨”的鴉片煙專賣權，在台

灣農村面臨破產邊緣的戰爭年代，全島經濟普遍蕭條貧困的階段，受到殖民政府的

特權庇護，再本著“台灣牛”天生的那股勤勉儉省精神，在很短的時間內，李財生、

李金龍父子即成為地方上的新興豪富階級。李家父子以高價販賣鴉片煙膏、聚集販

賣戰時管製品豬肉貨品的鉅額銀錢，遂由藉藉無名的小佃農，逐漸積累財富成為小

財主。 就憑著如此積累起來的家業，把李家推上了李登輝引以自豪的“精英階

層 ”。  

 

在這裡，我們必須先談談日本佔領時代台灣的鴉片販賣制度，再來探討李登輝的家

世和其他話題秘辛：  

台灣之有鴉片，固然起于前清，但真正讓鴉片販賣合法化、制度化的，則是日本殖

民政府。至於台灣鴉片販賣制度的源起，則要歸諸日本殖民政府首任民政長官後藤

新平。後藤新平著眼在台灣販賣鴉片的巨大利益，因此，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

後，特地于一九八五年向當時的日本總理伊藤博文提出了“關於台灣島鴉片制度的

意見”，主張以漸進政策將鴉片納入殖民政府的管制。他的這項辦法有三個基本原

則：  

1. 鴉片由政府專賣，在各地設置特許藥舖來販賣。 

2. 由醫生診斷證明鴉片吸食者，併發給證明，特準持證者購買鴉片。 

3. 以高稅金代禁，其稅金充作改善台灣衛生狀況之用。  

 

伊藤博文基本上採納了後藤新平的這項建議，並於一八九六年二月開始實施所謂的

“台灣鴉片令”。  

 



日本人一向不吸食鴉片，這之前當然也不懂怎麼製造鴉片。但是，日本人知道在台

灣販賣鴉片是一樁大買賣，這樁買賣是穩賺不賠的。 

 

為了要獨吞鴉片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費了半年時間，派人向台灣人學習提煉鴉片煙

的方法，加以改良之後，發展出一套科學提煉鴉片煙的新方法。基於獨佔的目的，

日本所頒布的“台灣鴉片令”中明文規定，從這項命令頒布之日起，禁止私人制販

鴉片。從此，被許多台灣癮君子視之如命的鴉片煙膏，其貨源的惟一管道，只剩下

日本殖民政府了。  

 

自此，日本非但壟斷了一切鴉片煙的制販權利，連鴉片的原料來源，也由日本殖民

政府一手包辦，必定假手日本當局，向當時壟斷亞洲鴉片原料的德國、英國商館整

批購買，最後由日本商社三井株式會社獨佔全部權利。  

 

日本人為了鞏固他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勢必收買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台灣仕紳階級，

供其馳驅效命。因此，日本人吃肉，便留幾口湯給台灣當時的仕紳階級喝。日本殖

民政府把販賣鴉片煙膏百分之十的利潤，留給大盤商和小賣商。  

 

楊碧川的《後藤新平傳》敘述日本時代的鴉片販賣政策時，如此寫道：“大盤商及

小賣商成為台灣各地角頭爭奪的戰場，後藤新平也巧妙地把鴉片販賣利益賞給聽話

的御用紳士，這些人特準販賣鴉片的條件為‘對台灣統治有貢獻’，換句話說，幫

助日本人‘徵剿土匪，維持治安’有功者。辜顯榮、陳中和以下，各地名望、角頭

紛紛得到這份甜頭。”  

 



更不可忽視者，是各地的大盤商總共只有六十人，核準這六十名利益肥得冒油的大

盤商的權責單位，竟然是殖民地政府的各地方政府“警察課”。這也無怪乎李金龍

拼了老命當上日本刑警後，能夠進一步爭取到這令人垂涎的鴉片專賣權，並且成為

三芝地方的鴉片專賣店老闆。三芝地方的癮君子只有在李家小舖，才買得到“保

命 ”的“福壽膏”；癮君子吸得愈多，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就賺得愈多。  

 

照日本政府頒布的“台灣鴉片令”及機關法規規定，每四十五名鴉片吸食者，就可

以設一名小賣商。換言之，這四十五個癮君子，必須向殖民政府指定的小賣商購買

鴉片。試想，在這樣的制度下，無論是大賣商或是小賣商，就好比是一群大毒蟲，

高高在上，無休止地啃食吸吮人民的膏血。（相關內容詳見楊碧川著《後藤新平傳》

第二章《台灣民政長官》。該書由台北市一橋出版社于一九九六年九月出版。）  

 

日本殖民政府不知是“良心發現”，還是深恐戰敗在即，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

六月十七日，終於停止了鴉片專賣。然而，包括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在內的鴉片煙

大小賣商，則早已吸飽了人民的膏血，賺足了台灣人民的血汗錢。  

 

李登輝六歲時，李金龍已經成為一名日本刑警（按：照李登輝自己的說法，李金龍

畢業于“警察官練習所”，曾擔任十多年的刑警。見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第三

十六頁）算算時間，李金龍當日本刑警的年代，當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左右，

一直到台灣光復前，李金龍當了十六年左右的日本刑警。在李登輝祖父李財生手上

發達起來的李家小舖，專賣鴉片也專賣了長達近六、七年的時間。光復前不久，日

本當局減少了鴉片煙的配給數量，李家小舖才結束營業。斯時，李氏家族已經積累

足了資本，買夠了肥沃的田產，生活自然不虞匱乏了。  

 



李家在（特許制特權）販售鴉片煙之後，經濟情況始由小康階級晉陞為富豪階級。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中敘述了一個故事，說他小學四年級時，為了想買一

本《百科辭典》，還得鼓足勇氣才敢向李金龍開口索討四塊錢。隔天，李金龍冒著

雨，一大早就給李登輝送來買《百科辭典》的四塊錢。據李登輝的說法，這四塊錢

還是李金龍臨時向好朋友借來的。如果屬實，更印證了李家原住源興居時經濟情況

尚屬窘困，直到遷居市街、販售鴉片後才大幅改善。  

 

李登輝這個童年買書的神奇故事，像煞了五、六十年代台灣小學課本中，曾經描寫

的蔣公幼年時代，望著溪裏逆流而上的小魚，寓意人應力爭上游的故事模式，酷似

文宣部門刻意編造的官方標準版“歌德”小說題材。  

 

三芝老人親口告訴了我兩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但已足以證明李家家境在專賣鴉片

之後，才成為李登輝所自稱之“精英階級”。  

 

三芝老人說，時間大概是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李登輝已經考上台北高校。

那年暑假的某日，李登輝帶了幾個鄰居的小孩，一起騎“孔明車”（即自行車），

到三芝附近的老梅地方郊遊。從三芝騎車到老梅，再四處走走玩玩，不知不覺已是

中午時分。大熱天，孩子們既累又餓，見不遠處有個小攤子叫賣切仔麵，李登輝招

呼大家吃麵。可是，幾個餓過頭的孩子吃完麵，才發覺自己身上一個銅板都沒帶，

不知如何是好。李登輝是幾個人當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很大方地告訴隨行的孩子

們，沒關係，這點小錢，由我請客做東吧！  

 

說完，李登輝從上衣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付給了賣麵的小販。孩子們在道謝之餘，



不約而同都帶著幾分欽羨的眼光，都承認李家生活的確比一般家庭好許多。 

 

三芝老人還說，他們年輕時代，家裏多半貧窮，只求溫飽，不敢奢求其他的生活享

受，所以，小朋友連看連環圖畫都沒錢。鄰居們知道李家老大李登欽（即李登輝的

哥哥）經常買少年叢書，在李登欽快把叢書看完之前，便立即向他預約借閱。 

 

寫到這裡，我們不免要順帶一提，與李財生、李金龍父子向三芝鄉民販賣鴉片煙膏、

汲取人民膏血的同時，在中國的江西省所謂的“贛南”地區，在專員蔣經國的治理

下，正在大刀闊斧地進行所謂打擊“土豪劣紳”的工作。  

 

作家江南的《蔣經國傳》，把當年蔣經國掃除“土豪劣紳”的過程寫得相當傳神。

他描寫蔣經國“下令禁賭、禁煙（鴉片）、禁娼，而且令出必行，禁得十分徹底。

贛南的一位鹽務處長的太太偏不信邪，結果被判在贛縣中正公園的陣亡將士墓前罰

跪三天，兼做苦工六個月。另有一位大山頭——國家銀行的主管在內室打牌，以武

裝守衛，被專員抓到了，守衛的士兵一概槍決。某富戶的獨生子，因煙毒違禁，判

處了死刑。”（詳細內容見江南著《蔣經國傳》第七部分“蔣青天”。該書由美國

論壇報出版，香港藝文圖書公司發行。）  

 

對照蔣經國早年在江西大打“土豪劣紳”的贛南經驗，再看看李登輝聲稱自己是所

謂的“社會的精英階層”，蔣經國口中的“土豪劣紳”，和李登輝嘴裏的“精英階

層”，其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差別？  

 

我實在不懂！如果在江西賣鴉片大煙抓到了要被槍斃；在台灣，賣鴉片的家庭卻公



然昭告天下，聲稱自己家庭是“社會的精英階層”，自己最後甚至當上台灣總統。

賣大煙的毒販子竟等同於“社會精英”，這是什麼樣的邏輯？什麼樣的標準？  

 

當年又有誰料想到，昔日專門槍殺聚賭、販毒、賣淫的“土豪劣紳”的蔣經國，異

日竟會提拔家庭靠販售鴉片煙膏起家的李登輝擔任他的副手，並且帶領台灣度過強

人過世之後的“民主年代”呢？更可議者，在一九三○年，許多台灣志士因抗議日

本政府開放許可鴉片買賣，公然的允許台灣人吸食鴉片，而向日內瓦國際聯盟控訴，

喧騰一時，令日本政府灰頭土臉。而李登輝之欽定接班人連戰先生之祖父——《台

灣通史》作者連雅堂先生，竟在《台灣日日新聞》上發表了一篇《新鴉片政策謳歌

論》的文章，寫下“……鴉片不僅無害，而且被稱為長壽膏有益人體……”及“… …

我輩今日得享受土地物產之利者，非我先民之功乎？而我先民之得盡力開墾，前茅

後勁，再接再勵，以造今日之基礎者，非受鴉片之效乎？”不但歌頌鴉片對台灣開

拓之貢獻，又說“此次再請特許二萬五千人，亦不過全人口二百分之一強爾，無大

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又何事議論沸騰哉”等無恥謬論。這篇宏論，連雅堂獲五百

元稿酬，但其背叛台灣民眾之行為，眾皆不恥，他所屬“櫟社”其他成員，大為憤

慨，將其除名。連雅堂也被他的東家“林獻堂斥為幫閒，而匆匆攜家逃離台灣”（注：

見楊碧川《後藤新平傳》）。  

 

最具諷刺的是有鴉片煙膏販賣背景之李登輝竟又提拔“新鴉片政策謳歌論”者之後

嗣連戰為副手，這究竟是造化弄人，抑或是天命註定台灣要走到這步田地呢？  

 

李登輝在王作榮家中，曾經稱蔣家父子是“摩西”，帶領一、兩百萬大陸民眾渡海

來臺；他自認自己才是真正的“耶和華”，要來拯救台灣兩千多萬的民眾。台灣民

眾是何其“有幸”？竟然要由李登輝這種“耶和華”，來帶領我們“走出悲情”。  



 

且說李家鴉片專賣店生意興隆、日進斗金、經營最鼎盛的階段，李金龍便將這運用

特權聚斂得來的金錢，供李登輝上淡水中學、台北高校，以後再出洋到日本念京都

帝國大學。李登輝固然本身未參與專賣鴉片，但他卻受父祖輩鴉片專賣之庇蔭，均

沾雨露，成為日本殖民政府的鴉片專賣政策販毒分贓、食人膏血的直接受惠者。 

 

李金龍披著日本刑警的老虎皮，在鄉里十分威風。但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

件投降，李金龍頓失靠山。據李金龍事後告訴友人，日本戰敗後，上面命令包括李

金龍在內的日本警察或臺籍警察，應就地等待國民政府警察機關來台灣接收。無奈

當時地方上有不少平日受盡李金龍欺淩的民眾，已經準備好好“教訓”李金龍這幫

子“臺姦”。李金龍自己說，他們得訊之後，連忙跑到遠地躲藏避風頭，一直苦等

到民國政府接收人員控制住局面，李金龍才敢出來和家人團聚。  

 

李金龍當年躲群眾、仇家的那幕，看在李登輝眼裏，很自然地興起他所謂“生為台

灣人的悲哀”的原始構思。但是，李登輝似乎從來不會深入思索，日據時代那些受

盡李家專賣鴉片荼毒為害的眾多百姓，他們才真正深刻領會“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哩！李金龍昔日仗恃日本人的威風，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樣，而日後卻變成人人喊打

的尋仇對象，這完全是李金龍自己早年種下的惡果，又有何“悲哀”可嘆呢？  

 

在時不我予的情況下，李金龍曾經回鄉找工作。照李登輝的說法，李金龍“自警職

退休後，回到故鄉三芝，先後擔任水利組長以及農會理事等職，戰後還當選過“縣

議員”。讀者朋友讀了我前面這段文字，就很清楚李登輝說他父親“自警職退休”

的真正原因，完全是怕遭仇家報復才倉皇離職的，哪是李登輝說的什麼“退休”。

至於李金龍到農會服務這段過程，又有一段值得追究品味的內幕介紹給讀者朋友知



道。  

 

話說台灣光復後，李金龍透過他在三芝故鄉的人脈，曾經在三芝鄉做過一段時間的

農會理事兼總幹事。有段時期，據李金龍日後向友人自稱，那時省方財政狀況不善，

農會的薪水遲遲未發。李金龍身為農會總幹事，見屬下沒薪水可領，當然深感歉疚，

就想出了一個法子調頭寸。每年稻穀隨著市場供需情況，價格隨時都會有起伏。當

時，正值稻穀價格上揚的時期，李金龍想，何不趁現在稻穀價格正好的時候，把省

糧食局存放在農會裏的存糧（按：當時稱糧食局放在各地農會的存糧為“保留米”）

拿出去變賣，等過一陣子稻穀售價下跌的時候，再從市場逢低價買進低價米來回補

原先挪用的“保留米”，反正只要早早歸還，不會有人察覺的。李金龍的想法很單

純，只不過是要用變賣“保留米”的錢，暗自先墊款給農會員工發薪水。  

 

李金龍固然是“立意良善”，以解發不出薪水給農會員工的燃眉之急，當時的確適

時解決了問題。但是，不知是被人告發，或是恰巧糧食局人員到三芝農會視察，此

事被糧食局的檢查人員當場識破，檢查人員當面詢問，保留米為什麼會短少這麼多？

李金龍不禁暗自驚訝這事怎麼會讓上面察覺，一時也想不出怎麼辯解，支支吾吾連

聲說他不是貪污，而是為了墊付員工的薪水。但是，糧食局的官員可管不了這麼多，

畢竟保留米短少是個事實，農會是無權挪用這批米糧的。李金龍因而遭到被撤職查

辦的處分，只好先黯然離職，以示負責。但查辦歸查辦，虧空的保留米卻一斤也少

不得。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李金龍只好賣了幾塊田地，賠償農會穀倉存糧的虧空。

（這段內幕，是李登輝服務「農復會」時，一位他的老同事所透露。據他表示，李

金龍這段經歷是李登輝親口說出來的，他並強調虧空保留米，完全是為墊付農會員

工薪水，並未投入私人荷包。真實情況是否如此單純，則不得而知。）這件賠款事

件，導致光復後經濟情況每下愈況之李家家道急速沒落。  

 



李登輝之所以避諱多談家世，是因為他的家庭實在有太多不便為外人知悉的難言之

隱啊！鴉片專賣，聚斂成富；農會變賣公米，名為支付員工薪水，實際上是否另有

所圖，顯然沒人敢於捋虎鬚，使李金龍“東窗事發”。 

 

這些只不過是其中兩樁小事例而已。 

 


